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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190 頁。 
 
 
 

近代中國商會的建立，始於 1902 年成立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至 1904 年， 

清廷商部頒布「商會簡明章程」，全國各地根據法令紛紛成立商會，成為對近代 

中國有相當程度影響力的社會團體。在商會建立以前，中國商人以會館、公所、 

行會為主要的組織，其所發揮的功能為維繫同鄉情誼、維護同業利益、辦理各種 

社會公益事業等。各會館、公所、行會大都各自司理其內部事務，鮮少跨同鄉或 

跨行的聯合。清末由於外在形勢驟變，西方各國憑藉軍事、經濟力量侵略中國， 

使中國面臨存亡絕續的危機。朝野有識之士，警覺在對西方國家進行兵戰之外， 

尤須進行商戰，才不致亡國滅種。傳統會館、公所、行會各自為政、各謀己利的 

組織型態，已無法應付新的局面，必須聯合眾商之力，才可以面對西方列強的挑 

戰，於是決定仿照西方和日本，在全國各地建立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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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商會雖為商人組織，卻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除了在商務經濟上發揮 

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領域，也都相當活躍，並且具有重要 

的影響力。不過，早期歷史學者並未將中國商會視為重要的議題。外國學者雖然 

早已注意到商會的角色和功能，但是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興起 

的問題，商會大抵上可說是資產階級論述建構的單位元素。中國大陸學者則或許 

因為中共一直對資產階級抱持批判的立場，早期並未重視商會的研究。1980 年 

代，在章開沅教授等人的提倡下，學者開始投入各地商會檔案的整理工作，並且 

展開商會史的研究。起初是為了論證「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將商 

會視為中國資產階級興起的標誌，其後漸漸擴展研究範疇，運用新的理論加以詮 

釋，開展更多元的面向。至今約 30 年間，不但整理出版了蘇州、天津、上海等商 

會檔案，學者如徐鼎新、馬敏、朱英、虞和平等人，在商會史的研究上皆有深受 

學界矚目的專著出版，以商會史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亦舉辦多次，相關論著極豐， 

成績可謂斐然。 
 

本書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李培德教授主編，另一冊他所主編的《商會與 

近代中國政治變遷》亦同時出版，都是學術論文集，依論文性質分編為兩冊。本 

書以「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為題。所謂商會網絡，係指商會內部及外部的組織 

聯結以及力量延伸。就其內部而言，商會主要由各業分幫會員和合幫會員所組成， 

亦即所有的工商企業、同鄉團體、同業團體，若符合入會資格，都可以是它的會 

員。透過這個網絡建構，商會將當地所有工商企業和商人團體組織起來，成為跨 

行業、跨同鄉的商人組織。每一省所屬各商會又聯合組織成省商會聯合會，並進 

而籌組全國商會聯合會，召開全國商會聯合會會議，形成全國各地商人團體的聯 

合。就其外部而言，商會力量的延伸極為廣泛，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活 

動上，與政府和其他團體皆有密切的互動。本書對商會力量的延伸，偏重在其社 

會功能的探討，可以說是截至目前為止，第一部以此為探討主題的商會史論著。 
 

本書共收錄論文 8 篇，分別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徐鼎新教授撰述的 

〈上海總商會的多元網絡結構與功能定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黃漢民 

教授的〈上海機聯會的組織行為與會務活動〉、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鄭成林教授的〈上海銀行公會組織網絡：1918-1936 年〉、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邱 

捷教授的〈民初廣東的商人團體與社會動亂──以粵省商團為例〉、天津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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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胡光明教授的〈論商會網絡體系的構建與近代中國資本家階級的成長──以 

津京冀及沿海商會網絡為重點〉、廣東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黃挺教授的〈商 

人團體、地方政府與社會權力──以 1933 至 1934 年金融危機中的汕頭市商會為 

例〉、編者李培德教授的〈香港的福建商會和福建商人網絡〉、日本兵庫縣立大 

學經濟學研究所陳來幸教授的〈海外中華總商會的社會功能與其網絡作用──以 

日本神阪地區中華總商會為例〉。書末附有編者所編〈香港及海外華人商會、華 

商團體史研究文獻目錄〉。以下先概述各文論旨，再提出筆者個人的讀後感想。 
 

徐鼎新的文章探討上海商會的網絡結構和功能，指出上海總商會在清末以上 

海商業會議公所和上海商務總會名義成立時，規定行業團體推舉的代表才具有會 

員資格，建立商會──行業團體──所屬工商企業的垂直網絡。民國以後改組為 

上海總商會，會員分為合幫會員與不合幫會員（後改稱為各業分幫會員）。五四 

運動以後，因為民族資本主義商業發展迅速，上海總商會會員結構發生明顯的變 

化，企業代表的比重增加。但上海工商界並非統一在上海總商會之下，而是由幾 

個商會團體自成體系、協調配合。除上海總商會外，尚有上海縣商會（南商會）、 

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形成多元網絡結構。上海總商會在工商界享有盛譽，全 

國工商界惟其馬首是瞻。上海商會主要的功能，是輔助政府促進工商業經濟發展， 

建立及健全工商法規，使商業社會納入法制軌道。對商學知識的傳播、各地商情 

的調查等，也做出貢獻。在協調官商關係、緩解各種矛盾和衝突、整合社會經濟 

秩序上，更體現它具有社會調控作用和社會影響。 
 

胡光明的文章以天津商會為主體，進而論述清末民初全國商會網絡體系的形 

成。他指出商會體現了傳統農業社會到現代工商業社會的關係網絡蛻變。在傳統 

農業社會，最可靠的人群關係網絡，是血緣、地緣、業緣，這個時期的市場組織─ 

─行會、會館、公所，建立在上述「三緣關係網絡」之上。19 世紀中葉以後，中 

國被迫融入世界市場，沿海沿江口岸城市開始發生商業革命，傳統那種未經區域 

整合，各行各業各行其是的散漫經濟組織，無法應付新的商務糾紛和與外國進行 

商戰的形勢，因此必須借鏡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組織，建立新式商會。胡文指出， 

近代中國商會稠密而完善的網絡體系，是推動中國社會向近代轉型的重要因素。 

他把中國商會網絡建構，大致分為初建（1902-1911）、發展（1912-1930）、完善 

（1931-1937）、和衰亡（1937-1949）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各條約口岸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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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中心城市商務總會為「本體樞紐網絡」的初建期，商會網絡的建構大體完成 

如下的形態：國家中央政權──商務總會──商會直屬組織──相關組織。京、 

津、滬、穗、漢、寧、渝、蘇州等八大商會，雖然自成體系，但是往往互相援應。 

第二階段，網絡系統發展成為：國家政權系統──全國商會聯合會系統。全國各 

地商會皆納入全國商會聯合會系統之中。透過全國商會聯合會的組織，各省區商 

會結成緊密有序的網絡系統，為資本家階級隊伍的壯大、經濟實力的增強，創造 

了重要條件。第三階段，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正式加入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商會， 

中國商會網絡體系與國際商會網絡直接接軌。在此時期，全國商會的隊伍最壯大， 

同業公會亦有更健全的發展。第四階段，因商會網絡體系被日本和國民黨政權用 

作軍事掠奪和統制的工具，與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背道而馳，遭到同舊政權 

一起淘汰的命運。胡文指出，商會網絡的建立，使資本家形成相當強大的社會勢 

力。透過商會網絡，資本家階級經常提出涉及全國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重 

大議案，在國內外市場爆發重大金融商務風潮，或社會發生反帝愛國運動時，商 

會經常參與或協調各方利益，使商務風潮得以緩解或平息，愛國運動得以深化。 
 

徐鼎新和胡光明都是討論中國本地沿海商會，李培德和陳來幸的文章，則將 

觸角伸到海外華人商會。李培德探討的是香港福建商人建立的網絡，指出鴉片戰 

爭以後，閩商在華南地區的活動網絡發生轉變，逐漸向香港轉移。香港閩商在 

1916 年成立旅港福建商會，成為當地最具影響力的商人社團。該會創辦人杜四端 

長期擔任商會主席，內部結構的穩定，使商會運作順暢。香港閩商藉著這種由族 

群關係建立起來的網絡，有效地擴展他們的商業活動。不過，商會的結構網絡， 

固然有助於提高閩商的利益，卻也衍生出其他的問題。一方面因領導層長期未進 

行更迭，使得商會未能注入活血；另一方面因商會成為特定族群的利益團體，也 

使得閩商與其他族群產生摩擦。胡文虎創辦香港福建同鄉會，便含有凝聚客家族 

群與閩南族群分庭抗禮之意味。文中指出，在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之前，香 

港因其地理位置，始終是華僑移民、匯款和貿易網絡的樞紐，福建社團扮演了中 

介、橋樑的角色。以後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局勢轉變，香港的網絡功能發生變 

化。到了 1990 年代中後期，福建本省對外開放，不再完全依賴香港，海外網絡再 

度轉移。旅港福建商會、同鄉會等傳統社團，亦開始出現結構性的變化，新的福 

建社團大有取而代之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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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德的文章說明了香港商會在殖民地政府的自由貿易政策下顯得相當活躍， 

隨著香港地位的轉變和中國國內政經情勢的變化，商會的角色和功能日漸衰微。 

陳來幸則進一步闡述海外中華商會的發展，和外國政經情勢的變化息息相關。她 

指出日本神戶自 1868 年對外開放通商後，成為中、日兩國貿易的重要港口，大量 

華商移入。華商最初由三江（浙江、江蘇、江西等長江三角洲地區）、福建、廣 

業（廣東）三幫，組成三個公所。其後在中國駐日公使和領事倡導下，三公所合 

組成神阪中華會館，兼具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的功能。其後因日本逐步與 

歐美各國取消不平等條約，實施「內地雜居」政策，允許歐美商人在日本內地自 

由進行商業活動。在日華商為應付內地雜居的新情勢，避免商業利益受到侵害， 

開始組織商會，聯合自救。橫濱華商首先成立橫濱華商會議所，成為第一個海外 

中國商會。二辰丸事件發生後，中國境內掀起抵制日貨運動，風潮蔓延到日本， 

華商與日本之間迭起經濟糾紛，公所無力處理，神戶和大阪華商，根據清政府頒 

布的商會簡明章程，相繼在兩地成立中華商務總會。自此華商經濟事務由兩地中 

華商務總會負責，中華會館則負責社會、文化事務。海外中華總商會的作用與國 

內總商會類似，主要處理華商和外商之間的經濟糾紛；同鄉或同業之間的經濟糾 

紛，仍由個別公所或公會處理。陳文指出，日本的中華商務總會雖為民間團體， 

但因為它是由中國商務體制下商務專責部門准許成立的機構，因此經常從事帶有 

政治性的活動，在華僑社會發揮政治領導的作用。神阪中華商務總會的成立，具 

有中國社會向海外延伸的意義。 
 

黃挺的文章強調商會在地方經濟問題的處理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他以汕頭 

市商會為例，指出汕頭為粵東政治經濟中心，北京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始終想加強 

對汕頭金融的控制，但是，直到 1930 年前後，地方金融的實際控制權仍然掌握在 

商會手裡。政府取締錢莊商號私發紙幣的通令，在汕頭未能執行，各銀莊私發的 

紙幣、票券，由商會加蓋「保證」印章後，依舊在市面流通。商會扮演商場公共 

秩序維持者的角色，對地方商事糾紛經常居間調解。1933-1934 年，由於世界性經 

濟危機的影響，汕頭發生嚴重的金融恐慌，商會無力應付，國家政權遂趁機加強 

對地方的控制，商會的影響力隨之減弱。 
 

汕頭市的例子，說明商會和政府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角力和緊張關係，廣東 

商團的事例則將地方商人與政府之間的衝突表面化。邱捷探討廣東商團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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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清末民初廣東境內盜匪橫行，加上政治動盪，戰事連綿不斷，軍隊雜遝。商 

人為兵匪搶掠的首要對象，政府無力維持治安，商人在失望之餘，自行出資組織 

自衛武力──商團。清末廣東商人即可購買和擁有武器，政府亦予以批准或默許。 

1919 年，陳廉伯被選為商團團長後，粵省商團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商團除了維護 

社會治安，在救災、平糶等社會救濟方面也表現積極。1923 年，孫中山依賴滇、 

桂等外省軍隊在廣東建立政權，為了維持眾多的軍隊以及進行軍事行動，對商人 

徵收各種苛捐雜稅，而各軍軍紀敗壞，政府無力節制，商團「防兵」的職能更為 

突出。粵省商團逐漸壯大，分享了政府的權力。1924 年，粵省商人對孫中山容共 

和國民黨共產化深懷疑懼，對客軍和政府稅收政策又極端不滿，多重因素交織下， 

粵省商團與政府爆發衝突，最後為政府所解散。 
 

鄭成林則將觀察的範圍縮小到個別行業組織網絡，他討論 1918-1936 年間上 

海銀行公會組織結構的變化。文章指出，上海銀行公會在層級和制度的建構上都 

有相當完善的規劃，人事組成及會務運作也顯現民主的特性。公會透過組建銀行 

業聯合準備委員會、票據交換所、成立上海銀行俱樂部，來加強會員銀行之間的 

聯繫，有效拓展銀行業與工商業的關係，提高其社會影響力。上海銀行公會又曾 

積極推動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的組織，雖然功敗垂成，但是前後召開了五屆聯合 

會議，確立它在全國銀行公會中的領導地位。上海銀行公會也與上海錢業公會、 

外國銀行公會共同組織上海中外銀錢業聯合會，以增進本國銀行業與外國銀行業 

之間的聯繫。此外，還採用通信、出版商業報刊、舉辦會議等方式來維持內外的 

聯繫，並且將聯繫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網絡體系，不但使它自身的功能得以擴 

張，對近代中國金融業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帶來正面的影響。在上海銀行公會 

網絡體系中，地緣關係、私人關係和業務關係仍然是重要的因子。 
 

黃漢民則討論規模更小的上海機聯會。文中論述民國建立以後，上海民族工 

業發展迅速，但是，上海商會和其他工商社團組織，領導權幾乎都掌握在商業資 

產階級手中，中小工廠企業未能在此組織網絡中受到重視。1927 年，由三友實業 

社、五洲大藥房、家庭工業社、勝德織造廠 4 家國貨工廠企業主發起，聯合上海 

47 家國貨工廠代表，成立了上海機製國貨工廠聯合會，乃獨立於商會組織之外， 

清一色由中小工廠企業組建的工業社團組織。機聯會在組織成員上力求廣泛性和 

代表性，在制度設計上也遵循平等和民主的原則。它極力推動國貨工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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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會員工廠建立非常緊密的關係，切實保障中小國貨工廠的合法權益。 

 

以上 8 篇論文，作者皆為研究商會和商人團體的專家，探討的範圍都是他們 

長期關注、研究的領域，這些論文可以說是他們既有研究的延伸，自然值得重視。 

眾所週知，論文集因係匯集不同作者所撰述不同論題的文章而成，與專書由單一 

作者就單一主題執筆不同。論文集作者們在撰文前後並未能充分討論交換意見， 

而且各人都有自己的觀察，因此各論文之間無法像專書一樣，在觀點和敘述結構 

上達到相互呼應、系統連貫的要求。書中論文討論的個案，集中在上海、廣東、 

天津三個中國沿海港口，以及香港和日本神戶。其中探討上海者三篇，廣東者二 

篇，兩者篇幅超過全書之半，其他城市的商會則付諸闕如，尤其未及於內陸商會， 

是一缺憾。不過，整體而言，本書已相當程度地勾勒出近代中國商會網絡的樣貌。 

各地同一行業或同鄉的商人，先組成幾個同業公所、同業公會、同鄉會館，一地 

方所有的同業公所、同業公會、同鄉會館和個別企業，再聯合組織商會。各省所 

有商會聯合組成省商會聯合會，全國各地商會又進而組成全國商會聯合會。商會 

組織也向海外發展，並與國內商會保持密切聯繫。全國各地及海外商人透過這個 

網絡而有緊密的結合，能夠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商會是仿效西方創辦的現代性組 

織，但是傳統的同鄉情誼仍然是建構商會網絡的重要基礎，始終在其中有著不可 

忽視的力量。就此而言，商會呈現了傳統與現代的網絡聯結。商會做為新興的社 

會實力團體，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關係極為密切，它凝聚商人的意志，傳達 

商人的心聲，在政治領域極為活躍。商會是商人藉以和學界、工界等聯繫的主要 

團體，也是商界參與社會、經濟事務的重要組織。這些網絡的建構與延伸，使得 

商會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各個層面都具備重要的影響力。從這些方面看來，儘 

管本書為多篇論文集結而成，探討的個案又有所限制，但是做為第一部以探討商 

會網絡及社會功能為主題的著作，在商會史研究上仍然有不容忽視的貢獻。 
 

當然，本書也還有一些值得進一步商榷、探討和思考的空間。首先，在論文 

議題方面，一般商會史研究上所謂的商會，是指遵照清末民初官方頒布的商會組 

織規章或條例組織的商業團體，本書將商團與銀行公會納入，顯然把它們視為商 

會網絡的組成部分，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大抵無太大問題。不過，書中將上海機 

聯會納入商會網絡的討論，卻顯得突兀。該文作者指出，機聯會是一些中小工廠 

企業，因為不滿商會領導權掌握在商業資產階級手中，為了爭取權利，因而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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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自己的社團，「是一個獨立於商會組織之外，由清一色中小工廠企業組建的 

工業社團組織」（頁 31）。上海機聯會成立於 1927 年，其時正是國、共兩黨分 

合關鍵時期，以商民協會取代舊商會、打倒資產階級的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上海機聯會可以說是這股風潮下的產物，它的政黨和政治背景為何，值得進一步 

探究，但是，它顯然是一個與商會處於對立面的組織，是否適宜將它納入商會網 

絡來討論，值得商榷。 
 

其次，就商會的本體網絡結構來說，本書兩位作者的觀察便出現歧異。胡光 

明認為，清末首先建立的是以商務總會為本體樞紐的網絡，構成「商務總會── 

所屬分會──分所」的縱向隸屬體系。1912-1930 年間，新的商會法打破了這種縱 

向隸屬體系，各商會不論大小強弱都稱為商會，但各商會間業已形成的傳統關係 

仍然保持。徐鼎新則指出，上海總商會從來未曾定於一尊，上海幾個商會自成體 

系，凡事互相協調配合，是多頭領導的局面。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成立後，與 

南北兩大商會分庭抗禮，形成上海商會系統特有的多元網絡結構。他的分析顯然 

和胡文不同，事實上，清末的商會網絡，是否構成層級分明的縱向隸屬體系，是 

頗值得懷疑的。從清廷頒布的商會簡明章程來看，商務總會設於商務繁富的會垣 

或城埠，分會設於商務稍次之地，各省分會隸屬於總會。但是，實際上總會與分 

會之間，並無政體上的統轄、隸屬關係，分會與總會的辦事章程相同，凡事獨立 

行使，無需稟承總會。分所之設立未載於章程，係透過行政命令，准許設立在各 

村鎮的商會，也是獨立運作，並不隸屬於分會或總會。各省總會、分會、分所遇 

事都採取協調、聯絡的方式進行，不獨上海為然。全國商會聯合會設立後，商會 

法規與現實脫節的情況更為嚴重，商會體系更形紊亂。袁世凱修改商會法，原欲 

將商務總會、商務分會、商務分所一律改組為商會，在名稱上消除層級之分，另 

設各省商會聯合會，成為各省商會的總機關，並取消全國商會聯合會的設置。由 

於各地商人強烈反對，終究保留總商會，其餘商務分會、分所則改組為商會或分 

事務所，並明定總商會、商會得聯合組織全國商會聯合會。值得注意的是，全國 

商會聯合會並非由各省商會聯合會組織而成，而是全國總商會、商會的聯合組織。 

所以，就實際而言，整個商會體系，是否呈現分會分所──商務總會或總商會─ 

─各省商會聯合會──全國商會聯合會這樣一個層級分明的網絡，仍然有極大的 

討論空間。 



-161- 

評介李培德編《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  

 

 
 
 
 
 
 
 

 
第三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如何以較持平客觀的立場來看待商會？在 

1980 年代以前，由於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大陸學者對商人和商會基本上 

抱持否定批判的態度，認為商會是大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的集合體，是不顧國家 

民族利益、阻礙進步的力量。1980 年代以後，由於推動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的社 

會經濟面貌發生重大的轉變，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體制由局部實施，進而 

普遍化。因為政治、社會、經濟的轉變，學者對資產階級和商會的看法也有重大 

的改變，開始探討商會的正面意義，這也是商會史研究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的背 

景。本書對商會網絡及其社會功能的討論，基本上是在這樣的學術軌道上進行， 

各論文對商會的功能比較多的是持正面肯定的態度。綜合而言，商會具有協調官 

商關係、興商務、開風氣、團結商民一致對外、維護商民經濟利益、仲裁商務糾 

紛、調解金融商務風潮、整合社會經濟秩序、爭取商民參政等多方面的功能。商 

會網絡的建構，也打破了各行會、商幫各行其是的現象，促成地區商人甚至全國 

商人的聯合，成為推動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徐鼎新更明白指出，中 

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工商企業日益發展，商會又在全國各地東山再起，但是 

因為缺乏健全的組織體系和網路結構，難以真正發揮應有功能。他撰文闡明商會 

網絡和功能的目的，便是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歷史借鏡。中國大陸從打倒資本主 

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繞了一圈之後，回到清末民初的資本主義道路，究 

竟要如何看待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體系，是學界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歷史 

研究者在從事商會史研究上，已經極力擺脫意識形態的枷鎖，但是，當歷史走入 

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商會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商會史研究便陷入前後觀點矛盾、 

反差的陷阱。本書有關上海機聯會的討論，恰好提示了這項矛盾。而部分論文在 

正面論述商會的功能之餘，仍不免從階級史觀的角度，將商會視為資本家階級團 

體，認為商會及其網絡系統，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背道而馳……，成為推行 

舊政權倒行逆施的工具。」（頁 82）這種論述上的矛盾，正好提醒歷史工作者， 

必須小心面對中國現代歷史的重大轉折。要如何在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的鉅大 

轉變中，舖陳出前後一致的觀點，無疑地仍是商會史研究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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